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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在2005年曾因為教

育語言問題引起過一場風波。然而在

此事件之中，除了某種情感的宣洩之

外，人們對於事件背後的根由並未進

行更為深入的思考和探討。或許這在

某種程度上是由於中國內地的英文化

傾向，並沒有像香港這一受外來文化

影響甚巨的地方這樣強烈。因此除了

在此事件之中國人所表現出的某種默

然，以及某種對於港人所表現出的那

種「離異」之外，人們並不在意於（甚至

也並不擔憂）自身文化——語言所可

能會遭受到的那種挑戰。因此，處於

某種特定情勢和地理環境之中的人，

就更有可能感受到以及窺視到，我們

這樣一個文化—語言共同體在當下所

可能遭遇到的某種危機。香港中文大

學的關子尹教授在此風波發生不久就

撰文，以德語在十七世紀所遭遇到的

挑戰為參照，表達了漢語在當下世界

之中所面臨的某種危機，以及針對此

種危機而試圖加以解決的各種方式。

關子尹在此篇文章中認為，當下

漢語，甚至是其他各個民族的語言所

遭受到英語的挑戰，在根本上是「全

球化」的結果，並且認為「在全球化的

影響下，⋯⋯世上各民族語言將一一

向英語讓步，亦將無可避免。在英語

強勢的籠罩下，世界上各種語言能

堅持自己的特性到哪一地步和能堅

持多久，完全是一個文化動力學的

問題。」1也就是說，語言—文化的命

運在根本的意義上是由「文化動力學」

所支配的，強勢的文化必然在其最終

的時間意義上「戰勝」，甚至於「支配」

弱勢的文化，並且在一定意義上，文

化被看成是某種外在的、超越於個人

之上的「集體表象」，是某種非政治性

的，並且只是為這樣幾個主要因素

所決定的「自主之物」，一是「語言的

群體（linguistic community）的大小」；

二是「語言的歷史文化沉積有多厚

實。」2關子尹正是依據這樣兩個主

要的判斷標準來分析德語以及我們的

漢語的歷史命運3：

今日德語面對的壓力是來自比當年的

法語「塊頭」大得多的英語（母語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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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使用者合起來計算），因此情況便

比以前要不樂觀了。幸好的是今日德

語的歷史文化沉積比萊布尼茲的時代

要厚實多了，因此德語面對英語或許

還有一點角力的餘地，但這大概也只

能像聯署者所聲言一般，但求勉力自

保而已；而且如果萬一最後守不住，

德語於學術領域大概只能保持作為一

種「對象語言」，而終於喪失作為「操

作語言」的地位，⋯⋯德語未來便將

再談不上活力，更遑論創新。再看漢

語的情形：以中國地域之廣與人口之

眾，單就語言群體的能量而言，便不

容低估。再就歷史文化沉積而言，中

國數千年文化各方面持續累積的成

果，將使漢語長久地保持強大的競爭

力。⋯⋯不少學者都認為，當許多語

言會相繼被英語壓倒之際，漢語將是

為數極少終於能與英語抗衡的語言。

但是，這種「文化動力學」的解釋

方式是否確切地刻畫了當下國人所面

臨的外來文化的挑戰？我們是否還可

以找到另外一些更為根本的解釋方

式，來對現實進行合理的解釋？還

有，是否存在某種更為基本的東西，

致使我們陷入於這樣的強—弱文化之

爭，而遺忘了某些更為基本的因素，

例如政治本身？

一

關子尹對於漢語的憂慮，以及

十七世紀的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r von Leibniz）對於德語的憂慮，

在某種意義上都預設了這樣一個基本

的前提以及基本的信念：一種語言是

與一種文化同生的，並且也是一個民

族自我認同的最為基本的因素。語言

在某些生物學家那c可能只是某種交

流的工具，但是對於關子尹而言，語

言不僅僅承載k當下的交流的功能，

更為重要的是承載k某種更為基本的

歷史—文化的功能，各個詞語本身所

意指的那個表象，以及由這些詞語所

構成的話語所指涉的那些意義系統，

都在很大程度上是歷史性的。

因此，當人們開始漠視甚至於遺

忘自身語言所承載的那些意義體之

後，對於自身之確證以及自我之認同

便隨之受到嚴重的懷疑和挑戰。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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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語言以及人之歷史性的此種關懷，

與「五四運動」之時的新文化運動所促

成的、對於傳統語言的敵視，形成了

鮮明的對比。在那個時代，所有的東

西都被納入到這樣一種對比之中：

舊—新，以至於所有的現實性因素都

被納入到「新—舊」這樣一種模式的價

值評價體系之中，並由此對現實世界

進行某種是非的規劃。在這樣一種

「新人」觀念的支配之下，所有的文化

運動以及政治運動都在根本上與「歷

史」這個代表「落後」和「陳舊」的詞語

決裂。因此，正是這樣一種作為現代

性之一個面相的「新—進步」觀念，從

五四開始就一直在支配k我們對所有

現實事物的看法。

儘管我們在這c可以看到關子尹

對於語言之歷史性因素的強調與五四

運動的語言觀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但

同時我們也可以注意到，關子尹並未

像對於五四之語言觀之抗拒那樣，抗

拒潛在於五四之中的那種現代性的因

素，並且相應地，在論述漢語之歷史

命運時，他完全與五四共享k同樣一

種因素，即一種潛伏於五四精神之中

的現代性—進步觀念。他對語言之歷

史命運所涉及到的諸種因素進行分析

之時，都潛伏k語言的歷史進步觀。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世上各民

族語言將一一向英語讓步，亦將無可

避免」，「漢語將是為數極少終於能與

英語抗衡的語言」。在這樣一種語言的

歷史進步觀之下，歷史的最終語言結

構就是「英語—漢語」的某種最終的對

決，而支配這種發展和決定這種最終

對決的就是「文化動力學」。但是同時，

我們也可以看到，英語在世界範圍的

這種支配性力量，是在兩種相互交織

的因素——現代性與自由主義——的

共同作用下產生而被不斷加強的。同

樣，中國的漢語在當下所受到的外來

語言，尤其是英語的挑戰，在根本意

義上是「自由主義—現代性」的觀念性

支配所產生的後果，而並非某種「文

化動力學」的自然後果。

二

在此，我將首先對關子尹的「文化

動力學」進行進一步的剖析，並且由

此引出我所說的「自由主義—現代性」

的觀念性支配所造成的各種可能的諸

如「文化動力學」的解釋。接下來，我

將探究由此解釋而導致的「去政治化」

的傾向，以及由此而遺忘了原本可能

對於語言—文化，甚至民族之生存更

為根本的政治—國家因素。

我並無意對關子尹的「文化動力

學」的諸種構成要素進行具體的分

析，而只是對於其所基本依據的那種

前提性的設定，即其構想的那種「動

力學」機制的基本形象，以及支配他

用這種模式來對語言進行此種分析的

那種觀念進行分析。關子尹認為，語

言的這種「文化動力學」主要依憑這樣

兩種要素：一是語言的廣度，即「語言

的群體的大小」，一是語言的深度，

即「語言的歷史文化沉積有多厚實」，

他認為通過這兩種要素之比較和分

析，我們就可以對於語言之歷史態勢

做出一種預測。很顯然，關子尹在這

c所處理的語言，就如同其所處理和

測量一個物理對象一樣，通過對其質

量和速度的確定而預測它未來可能的

運動方向。這樣，語言成為了一個純

粹的自然之物，或者說成為了某種超

越於個體所支配之外的客觀之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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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個人和集體的意志性因素都被排除

出去了，這樣「文化動力學」就實現了

某種物理學的分析效果。

但是同時，我們所要繼續加以追

問的是，是甚麼東西在促使k關子尹

要對語言進行如此這樣的分析，是甚

麼東西在支配k他對於語言的此種想

像？在我看來，此種語言觀念的一個

基本的根源是某種實證主義的經驗性

研究，以及某種自由主義的政治學的

觀念性支配的後果。他潛在於整個現

代對於語言的想像，以及由此而促成

的某種語言學的轉向之中。

在此，對於這種語言觀念的整體

性批判並不是本文的意旨所在，我所

要表達的只是試圖從這種語言觀的一

個面向，用某種「語言的政治學」來對

這種自由主義的語言觀念的去政治化

傾向進行某種檢視。並且試圖闡明語

言現象決不是非政治性的，也不是某

種超越於我們之上的客觀之物，更不

是某種我們可以不去認真對待的、純

粹工具性的東西。

三

對於語言的困惑以及對這一問題

的哲學性考察，在古希臘就已有端

倪。但是現代對於古希臘的語言觀念

的關注，在根本上接受了一種實證主

義觀念的前提性預設，從而以一種經

驗性的意識去觀察他們之於語言的思

考。然而，我們就此所遺忘的是古希

臘人在對待其語言時所表現出來的那

種強烈的政治的自我意識。他們首先

把會語言者與不會語言者區分為「人—

非人」，進而把會希臘語的人和不會

希臘語的人區分為「希臘人（文明人）—

非希臘人（野蠻人）」，從而在他們的

世界秩序中，在某種意義上是用語言

（希臘語）來界分世界等級秩序的。因

此，在他們看來，語言決不是一種無

所謂的東西，也不是一種可以隨便擁

有的東西，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某種

政治性的蘊涵，並且在根本的意義上

代表了人在城邦中的位置，甚至於說

是宇宙中的位置。這種「語言的城邦」

所意味k的東西，正是我們現代人所

謂的某種「民族」的自我認同。只是在

古希臘，他們的認同單元並不是某個

「民族」，而是某種「城邦」，甚至於說

是一個「希臘城邦共同體」。這樣，對

於語言的某種自我意識在根本上是與

人的自我認同聯繫在一起的，並且由

此是與某種認同政治聯繫在一起的。

對於此種語言觀念的破除，在一

定意義上是與現代自然科學，以及由

此而主張的各種普遍化的要求聯繫在

一起的。這種科學把語言作為一個客

觀的對象進行對象性的處理，並且把

所有的語言置於同樣的位置之上，排

除其所有「主觀性」的成分，並試圖在

這樣一個「諸語言整體」之中，即在

「語言」這個共同表象之下來對「它」進

行「客觀」的分析，通過它的各種元素

以及各種影響因素，而把其刻畫為一

個客觀之物。這在哲學上的語言學轉

向之後就變得更加明顯，語言取得了

某種先驗的位置，從外在的客觀之物

成為了一種使我們得以可能的內在的

客觀之「物」。但是於此同時，這種轉

向也促成了我們對於語言的某種更為

根本的關切，因為它成為了那種使我

們，甚至於是我們的存在——「是我們

自己」——得以可能的條件，並且由

此，導致了這種語言觀念起來反對自

現代科學而來的語言觀念，進而過渡

到一種更為前提性的觀念：語言的政

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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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c所謂的語言政治學是與

這樣一種觀念聯繫在一起的，就是認

為語言不是一種純粹的交流工具，亦

不僅僅是一種文化積澱而成的客觀

物，語言在更為根本的意義上所關涉

到的是人（民族）的自我認同，並且這

種自我認同必須要通過國家—政治而

獲得某種自我的主張。或者用另外一

種方式來說，這種政治因素在根本意

義上是先在於某種語言的經驗分析以

及客觀存在的，並且從某種意義上

看，「語言的政治性」是語言存在之得

以可能的前提性條件，它相對於語言

而言，總是一種先驗的東西。

從對於語言的這種觀念出發，我

們再重新回顧當年那場關於漢語—英

語授課的風波。在關子尹看來，這場

風波可能僅僅只是語言—文化之勢力

的一個較量——一種強勢文化和一種

弱勢文化的較量——或者是一種優質

語言和劣質語言的較量，因此，對於

英語化的回應，在一定意義上來看就

成為一種無所謂的東西。因為這種語

言的較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語言

的群體的大小」和「語言的歷史文化沉

積」，而這兩個因素在我們看來是某

種既定的，外在於我們意志之外的，

完全無法對其有何作為的東西，並且

即使我們有所作為的話，也只是在於

去增加這樣兩個作為語言之歷史命運

之衡量標準的量。因此，漢語—英語

在很大意義上對於我們而言是同值

的、同質的，僅僅可能只是某種偶然

的因素而使得我們要保全漢語、發揚

漢語，因為漢語不是一種「必然」要被

淘汰的語言，而是一種為數很少的可

以與現在佔支配地位的英語相抗衡的

語言。因此，漢語正是依據這種「必然

性」——根據文化動力學而獲得其存

在根據的必然性——或「優質性」——

其群體的龐大以及其歷史的悠久——

才擁有被保全和發揚的權利。

儘管關子尹對於漢語當下的處境

的憂慮不無道理，並且其懇切之處讓

人動心，但是，其對於語言的基本觀

念卻在根本意義上沒有關注到這與人

的自我認同、自我確證密切關聯k的

政治性，以及由此而可能被提出的一

種「政治主體性的語言共同體」觀念，

這種觀念要求群體之自我認同的一個

根本前提是政治的自我主張，它要求

某種政治的積極參與。民族的語言—

文化決不是一個客觀的問題，語言—

文化的問題在根本意義上是政治的問

題，是必須通過政治積極參與進去的

問題，「德國學界的聯署事件」或許在

一定意義上正代表了這樣一種政治的

積極參與。

當然，關於漢語—英語授課所引

發的這些問題還遠未為我們加以充分

的思考，本文所提示出的這些思考也

僅僅是由此事件所引發的問題的一個

面向，並且由本文所引發出來的一些

問題，諸如語言—文化—自我認同—

政治之間的關係的問題，也遠未獲得

解決，並且需要在進一步對語言和政

治進行哲學反思之後才可能獲得更為

清晰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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